新阶段的深港合作展望

第一，深港合作目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目前一般讲深港合作已进行了三个阶段，大致可以概括为上世纪80年代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香港回归前后相对停滞阶段、新世纪特别是2003、2004年CEPA签署和实施之后的全面推进阶段。经过前面的合作，两地在产业发展、跨境基础建设与服务、运行机制与政策协同等方面不断取得合作成效，也有效推动了两地的发展。我认为以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及其后一系列事件为标志，可以认定深港合作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第二，基于深圳功能定位的深港合作展望。深港两地的合作离不开合作对方，深圳的发展有香港因素，香港的发展也有一些深圳因素。在展望第四个阶段的深港合作时，需要特别注意从深圳自身功能定位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两地的合作，这至少包含四个方面：制度创新、自主创新、金融支持和国际发展。在制度创新功能上，深港两地在达成合作目标时有必要结合两地合作机制层面的内容，比如城际协调机制、跨区域规章体系构建，以及建立有效的产业、行业一体化相关的制度体系等。从科技创新的诉求来看，也会对深港两地合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特别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圳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定位，将会对深港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化发展功能上，深圳提出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定位，将会在十年前深港双方各自提出的深港国际大都会基础上，进一步为两地合作提供推进导向。有关建设深港国际大都会问题，不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报告，还是深港合作论坛，都已经涉及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一些分析判断还是成立的。
第三，基于深圳区域发展方向的深港合作愿景。深圳城市的发展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跟南部香港的关系，还需要考虑跟东部、北部、西部的关系。笔者采用区域经济学的引力模型，对深圳与珠三角9市之间的城际经济联系度和区域竞合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计算结果表明，深圳的强竞争性城市是广州和东莞两市，处于中性关系的城市包含中山、珠海和江门，具有强互补性的是惠州、佛山、肇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深圳的区域发展面临四个方向，我概括为“南联北通、东进西拓”策略，南联主要是跟香港的关系；东进是去年以来深圳特别重点提出的向东发展问题，未来将在深莞惠一体化基础上加上河源、汕尾，形成“3+2”新型都市圈；跨过珠江口向西部发展，同样是深圳应当关注的区域方向，未来深中大桥通车以后，深圳与目前联系不大的珠海、中山和江门，将会形成新的重要区域发展选择。
    第四，新阶段深港合作的推进方向。进入“后占中”阶段的深港合作，应当在总结三十多年合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和深化深港战略伙伴关系，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为支撑，大力拓展以深港国际大都会为发展方向、以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产业重点、以一国两制下城市运行机制和治理体系为制度基础的合作领域，加快推进深港都会在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的核心枢纽作用。
第五，探索新阶段的深港合作途径。一是在参与国家“一路一带”的战略之中，深圳和香港重新携手，共同前进。目前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路一带”战略里，都提到粤港澳湾区发展问题。大家都知道，粤港澳地区较早提出湾区概念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从深港合作角度来看，粤港澳湾区不但包含深港视角（深圳+香港），还包括环珠江口视角、泛珠三角视角。从深圳视角来看，这一湾区由东部湾区、西部湾区和中部湾区组成，都呈现出“两湾+半岛”的模型结构，其中中部湾区则是深圳加香港组成的半岛。我曾做过一个简单计算，去年深圳+香港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5600亿美元左右，环珠江口则达到1.29万亿美元，与旧金山湾区（约6000多亿美元）、东京湾区（1.5万亿美元）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从泛珠三角的角度来看，与国家“十三五”中提到的三大重点发展区域之中的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相比，泛珠三角低于长江经济带而高于京津冀，同样说明依托其间的粤港澳湾区具备强大的发展活力。二是要创新两地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如果以欧盟走过的合作历程进行对比分析的话，我认为深港两地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应当是这几种模式、机制的混合体，既不是单一的自由贸易、也不是单一的共同市场，而是具备这几种合作模式、合作机制部分交叉特征，或者说可能是探索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混合型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模式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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